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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論

大陸當代文學的興起與發展

大陸當代文學指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文學，它
是「五四」以來新文學，尤其是二十世紀四○年代延安文學的發展與延

續。從1949至今的五十多年間，大陸當代文學的發展主要可分為以下三
個階段：

十七年文學（1949-1966）

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「文革」開始前所產生的文學，被稱為

「十七年」文學。這一時期，國家剛剛從戰爭中脫離出來，進入了和平

的經濟建設時期。建國初期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，進行社會主義

改造和建設。發展工業生產，在農村實行農業合作化，對民族資本主義

進行社會主義改造，這一時期，戰爭還未完全結束，「抗美援朝」成為

該時期除社會主義改造以外最大的事件。這些任務基本完成以後，從

1957年開始，國家進入了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，直到被文革終止。這
一階段呈曲折發展狀態，貫穿了一系列政治運動，主要有1957年的反右
運動，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，1962年以後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和
泛化等等。對階級鬥爭的過分強調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，但同時

國家通過「雙百方針」等一些調整措施，保證了社會發展基本保持穩定

狀態。

這一階段，作家們在繼承「五四」以來的文學傳統基礎上，立足時

代，創作出大量作品，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貌。但同時，文學也存在著

圖解政治、模式化、雷同化的缺陷。實用理性與政治狂熱相結合，英雄

主義與樂觀主義的高漲，是這個時期文學的主旋律。

1949年7月，第一次全國文代會，即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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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大會」在北平召開。出席會議的代表達八百二十四人。大會期間，郭

沫若作了〈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〉的報告。會議期間成立了

全國性的文藝組織─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，標誌著一種高度組

織化的文藝體制的確立。此後，這個文藝組織及其分支機構和其他地方

性的文藝團體，對文學藝術活動實施著統一的組織和管理。

這次會議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文學的全面領導。會議確定了毛

澤東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〉為全國文藝工作的方向，總結了

「五四」以來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，制定了新時代「為工農兵服務，與

人民大眾相結合」的文藝總方針。在會議方針的指引和新中國建國熱情

的鼓舞下，歌頌新社會和描寫剛剛過去的戰爭年代生活成為這一時期文

學的兩大主題。

1953年9月，第二次文代會召開。大會總結了建國初期文藝工作的
成就，確定把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」作為批評和創作的最高準則，

提倡塑造英雄形象，克服文藝創作中概念化、公式化的傾向。對團結和

調動全國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都產生了良好的作用。

但是，建國後的文藝界，和社會生活其他方面一樣，也展開了頻繁

的批判運動，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1951年對電影《武訓傳》的批判、
1954年對《紅樓夢》研究的批判和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。

《武訓傳》寫的是歷史人物武訓以行乞的方式籌資辦教育的故事，

電影放映後，曾受到很大的讚譽，也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討論。毛澤東

親自撰文〈應當重視電影《武訓傳》的討論〉，認為電影「侮蔑農民革

命鬥爭，汙蔑中國歷史」，於是全國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。這

場批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反對所謂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」的第

一次大規模文藝運動，混淆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，用群眾批判代替了

學術爭鳴，對以後的文藝批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。

對《紅樓夢》研究中主觀唯心論的批判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

第二次大規模的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想鬥爭。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和藍翎

對俞平伯的《紅樓夢》研究的觀點和方法提出了異議，他們敢於向權威

挑戰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，並於1954年10月寫了一封〈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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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《紅樓夢》研究問題的信〉。信中指出：「這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的

《紅樓夢》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第一次認真的開火」，強調這是一

場「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

的鬥爭」。由此掀起一場全國範圍的批判運動。這場鬥爭從對俞平伯的

批判深入到對整個哲學社會學科中胡適思想的批判，從文學領域擴大到

思想文化領域，超出了學術範疇，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。

胡風是一位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和詩人，在三○年代曾創辦《七月》

雜誌，是「七月詩派」的代表人物。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在於強調「主

觀戰鬥精神」，表現「精神奴役的創傷」，以此作為現實主義的關鍵，

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有不少差異之處。早在四○年代，文藝界就對此進

行過論爭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，胡風的文藝思想繼續受到批評。

1954年，胡風寫了《三十萬言書》，對自己的文藝思想進行了說明，並
對當時文藝界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。1955年，這篇文章被印成專冊，
在全國展開討論，並由此展開了一場全國性的批判運動。這種批判很快

轉變成一場政治運動，胡風被打成「反革命」而被逮捕入獄，與其有關

的人員也被列入「胡風反革命集團」而受到牽連。

上述三大批判，把學術問題簡單地誇大為政治問題，以行政方式

干預文藝論爭，被批判的一方沒有論辯的權利，動輒被扣上「反黨」、

「反革命」的帽子。這種批判不但影響了作家的創作熱情，也為後來的

文藝批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。

1956年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確
立，全國的工作重心開始由群眾性的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，在文學領

域，也有「雙百方針」的提出。1956年4月28日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
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，明確提出「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，學

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，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」。5月26日，中共中
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向一些著名知識份子的報告中，對這一方針做了較

為系統的闡述。

「雙百方針」的提出，受到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熱烈歡迎，整個文

藝界從理論到創作都出現了大好局面。當時的文藝理論界出現如「現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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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義─廣闊的道路」（秦兆陽）、「文學是人學」（錢谷融）、「文

學要有人情味」（巴人）等許多有代表性的觀點，這些觀點觸及並批判

了文藝創作中的公式化、概念化，和文藝批評中的簡單化、庸俗化，以

及文藝領導工作的官僚化，給當時文壇帶來了新鮮的氣息。

不過，這樣的局面沒有能夠保持下去，1957年初，中共中央根據毛
澤東的指示，決定開展整風運動。6月8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發表〈這是為
什麼〉的社論，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〈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

進攻〉，更是吹響了「反右」運動的號角。文藝界首先出現的是對「丁

（玲）、陳（企霞）反黨集團」的批判，馮雪峰、蕭軍、艾青等也被牽

連其中。接著是對「雙百方針」鼓舞起來的「百花文學」的批判。文

藝理論家秦兆陽、錢谷融等受到批判，王蒙等「干預生活」的年輕作家

被打成右派，長期不能創作。這些作者的理論文章和作品也被定為「毒

草」。「左」的文藝思想占據了整個文壇。

1958年，在大躍進運動的影響下，文藝界也興起了新民歌運動，整
個文藝界乃至社會都開始蒐集、創作民歌，但其中大都是時代風氣影響

下的浮誇、虛假之作。

在新民歌運動的背景下，毛澤東提出了「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

的浪漫主義相結合」的創作方法，毛澤東詩詞成為「兩結合」的最好範

本；新民歌也因為「表現了這個特色，所以特別值得我們珍貴」。「兩

結合」成為文學工作者唯一應該遵循的原則。而且，由於對革命浪漫主

義的不恰當強調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也被限制。此後，文藝界還不斷

開展對「人情、人性、人道主義」和「寫真實」的批判，更助長了左傾

風氣的蔓延。

「大躍進」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災難。1958年的狂熱冒進很
快招致了客觀規律的懲罰，迫使人們用較為清醒的態度來正視嚴峻的現

實。1960年，中共中央決定對各方面工作實行「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
高」的方針，相應的，文學領域的政策也有所調整。從1961年到1962
年，文藝界政策調整的重大舉措主要見於在北京和廣州召開的幾次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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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�。這些會議的精神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：首先，從知識份子

政策和對文藝隊伍的估計問題入手，繼續貫徹「雙百方針」和藝術民主

問題，調動文藝界的積極性，解放文藝的生產力；其次，澄清一些重大

文藝理論問題討論中的思想混亂，解除束縛，解放思想，活躍文藝理論

和創作空氣。當時集中的討論主要有：關於「現實主義深化」和「寫中

間人物」問題，關於「悲劇」、「喜劇」問題，關於「共鳴」和「共同

美」的問題，關於「題材和文學作品的價值」的問題以及〈金沙洲〉、

〈達吉和她的父親〉等一些具體作品的討論與爭鳴，都顯示了文藝民主

開始活躍回升。

但是，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向全黨全民發出「千萬不要忘記
階級鬥爭」的號召，使得文藝領域極左思潮又一次氾濫成災。首先，

在會議期間，康生等就誣陷李建彤的小說《劉志丹》是有意貶低毛澤東

的歷史地位，「為高崗翻案」，「利用小說反黨」，最終成為一樁株連

甚廣的冤案。接著，毛澤東發表了〈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〉，認為

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『死人』統治著⋯⋯許多共產黨人提倡封建主義和

資本主義的藝術，卻不熱心社會主義的藝術」，「最近幾年，竟然跌到

了修正主義的邊緣」。「批示」精神進一步堅定了極「左」派的立場，

一場比調整前更加嚴厲的批判運動開始了。崑曲《李慧娘》、周穀城的

「時代精神匯合論」，「大連會議」上提出的「寫中間人物」、「現實

主義深化」等理論最終都成為批判的靶子。1965年11月江青、張春橋、
姚文元共同炮製的〈評新編歷史劇《海瑞罷官》〉，則成了文化大革命

爆發的導火索。

文革文學（1966-1976）

「文革」十年，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建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，也使文

� 這幾次會議主要包括：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（即「新僑會議」），
與此同時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故事片創作座談會，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的話劇、
歌劇、兒童劇創作座談會（即「廣州會議」），1962年8月中國作協在大連召開的「農村題材短篇
小說創作座談會」（即「大連會議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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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界遭受了空前的浩劫。這一階段「左傾」思想長期占統治地位，政治

狂熱壓制了正常的國民經濟發展，階級鬥爭被無限制地擴大，國家陷入

一場浩劫，社會發展呈倒退趨勢。由於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專制政策，一

大批知識份子被打倒，社會文化也陷入癱瘓狀態。

1966年2月，林彪委託江青召開「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」，會後形
成了〈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〉，在以後的十年

間，〈紀要〉基本取代了以往所有的文藝政策，成為絕對的文藝統治思

想。〈紀要〉的中心內容，主要體現在一破一立兩個方面：「破」的是

「資產階級文藝黑線」，「立」的是「無產階級文藝樣板」。

所謂的「文藝黑線專政論」，是指汙蔑文藝界自建國以來基本沒有

執行黨的方針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

政，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。根據這個理論，1949年以來的
文藝思想被打成「黑八論」（即「寫真實」論、「現實主義─廣闊的

道路」論、「反題材決定」論、「寫中間人物」論、「現實主義深化」

論、「反『火藥味』」論、「時代精神匯合」論和「離經叛道」論），

稱之為「文藝黑線」的「代表性的論點」。

〈紀要〉還把中國的古典文學說成是封建文學，把西方十八至十九

世紀的文學藝術，包括俄國文學都徹底否定，並歸之為「文藝黑線」的

重要組成部分。把高爾基代表的蘇聯文學稱為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」。

同時全盤否定了中國「五四」以來特別是三○年代以來文藝工作的成

就，完全拋棄了「雙百方針」，敵視多樣化的藝術創作，把文學視為政

治鬥爭的工具。

在批判「黑八論」後，「四人幫」及其寫作班子又提出了「根本

任務論」（要努力塑造工農兵的英雄人物，這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

務）、「三突出」創作原則（「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；在正面人

物中突出英雄人物；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」）、「主題先行

論」（「老幹部等於民主派，民主派等於走資派，走資派還在走，必須

要打倒」）等一整套創作理論。儘管是打著文學的旗號，但這些創作理

論顛倒了文學與生活的關係，取消了作家的主體性，以政治意圖取代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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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本體。

江青等人在全盤否定1949年前的文學成就以及十七年文學的同時，
提出所謂的「新紀元」論和「樣板文藝」論，鼓吹「從〈國際歌〉到

革命樣板戲，這中間一百多年是一個空白，是江青親手培育的革命樣板

戲，開創了無產階級文藝的新紀元」。把《紅燈記》、《沙家濱》、

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紅色娘子軍》、《白毛女》等八個劇碼吹捧為「八

個樣板戲」。還炮製了一批作品，如小說《初春的早晨》、《金鐘長

鳴》、《虹南作戰史》、《西沙兒女》，詩報告《西沙之戰》，話劇

《盛大的節日》，電影《歡騰的小涼和》、《春苗》等，用來圖解他們

的政治綱領，影射反對他們的國家領導人，為政治陰謀的實施造勢，被

稱為為政治鬥爭服務的「陰謀文學」。

1966年到1970年，幾乎所有的文藝出版社和文藝報刊都被迫停辦，
全國只剩下一個《解放軍文藝》，文聯、作協等文藝團體遭到解散，文

藝工作者大多被「專政」，有的下放，有的入獄，還有大量的作家在殘

酷的迫害中失去了生命。許多作品被打成「毒草」，許多經典作品也被

列為禁書，全國文壇一片蕭條。1970年以後，由於周恩來等領導的干
預，文學創作得到了一定的恢復，但也大多處於「四人幫」控制之下。

這一時期大陸文壇成為文化專制主義的陣地，「左傾」文藝思潮和陰謀

政治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，大陸當代文學在「文革」十年中遭到了空

前的劫難。

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文學中除了已經發表的主流文學外，還存在眾

多的「地下文學」，如「手抄本文學」、「白洋澱詩歌」等。這些作品

體現了與「文革」時代氣氛的疏離與對立，表達了當時人們對社會的思

考，對生活和情感的真實理解。

新時期文學（1976年以後）

從1976年粉碎「四人幫」開始，「文革」結束，大陸社會進入到新
的發展階段。1978年12月，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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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，確立了「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」的

方針，改革開放逐步深化，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建設逐步得到恢復。

九○年代以來，社會進一步多元化，商品經濟的影響日趨增強，消費文

化和大眾文化迅猛發展。

「新時期」本來是一個政治概念，是指粉碎「四人幫」後中國政

治、經濟、文化進入了發展的新階段。這個時期的文學發展，同樣也進

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，各種文學思潮快速更替，紛繁的文學現象和文學

論爭層出不窮，多樣化的文學創作打破了以往的禁區，展示了文學的繁

榮。

新時期文學的前奏，可以上溯到1976年4月「清明節」前後悼念周
恩來總理逝世為主要內容的「天安門詩歌」運動。「天安門詩歌」主要

利用舊體詩詞的形式，表達了對周恩來的歌頌和對「四人幫」的聲討，

具有極強的現實功利性和戰鬥性。從形式和內容上看均未完全脫離「文

革」文學的影響，但這批詩歌所表現出的悲憤控訴與憂國憂民的感情，

卻奠定了新時期開端的文學基調。

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報》發表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
準〉的特約評論員文章，全國開展了「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」，這標誌

著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。同年12月，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
確立了「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」的方針，極大地促進了全社會的思想解

放。會議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從「以階級鬥爭為綱」轉移到「以經濟建設

為中心」的軌道上來。從指導思想上解除了「兩個凡是」的束縛。1979
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，對「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觀
念」作了辨證的分析，提出「文藝為人民服務，為社會主義服務」這一

方針。同時，作家們還提出了「繁榮文藝必須肅清封建流毒」、「人是

目的，人是中心」的觀點，它既在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層面否定了

「文革」這段野蠻的歷史，也是對80年代文學的展望與呼喚。
新時期之初文學活動的主要指向是對「文革」文藝的批判。文藝

界集中清算了「四人幫」的陰謀文藝，批判「根本任務論」、「三突出

論」、「主題先行論」等極左文藝觀念。文藝組織恢復工作，文學刊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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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繼復刊，「右派」作家案、「胡風反革命集團」等在內的大批冤假錯

案被平反，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判為「毒草」的作

品恢復名譽。「歸來的作家群」重新獲得了創作的權利和自由，作品結

集成《重放的鮮花》重新出版。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具有創新意義的

作品，文學創作在題材上、藝術手段的運用上都有了明顯的突破，文學

論爭也紛紜錯雜。

關於文藝與政治關係問題的討論，是新時期影響最大、波及面最廣

的一次理論探討。共產黨建國以來，「文藝為政治服務並從屬於政治」

和「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」一直是新中國文藝理論的指導方針。在思

想解放思潮的背景下，一些作家和批評家對這一觀點提出質疑。1978
年6月陳丹晨、吳泰昌在《上海文藝》上發表〈評「文藝創作都要寫階
級鬥爭」〉一文，文章把「文藝創作都要寫階級鬥爭」列為「四人幫」

「最慣用最典型的反動文藝謬論之一」。繼而陳恭敏也發表了〈工具論

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〉一文，質疑「文藝是政治的工具」

的主張。1979年第4期《上海文學》推出評論員文章〈為文藝正名─
駁「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」說〉，並開闢專欄進行討論。這一討論迅

速波及全國，各家報刊紛紛發表文章進行爭鳴。這次討論的主要觀點是

反對文藝的「從屬論」和「工具論」，主張恢復文藝以審美為中心的多

種社會功能，反對把文藝變為政治的附庸。這次討論從理論上澄清了文

藝和政治的關係，為新時期建構新的文學觀念、新的理論格局奠定了基

礎。主張恢復文藝的特性，反對把文藝變為政治的附庸。

八○年代初期，還開展了對人情、人性、人道主義的論爭。這場

論爭的主要焦點是文學如何表現人的尊嚴、人的價值和人的權利，出發

的基點是對文革的反思。人道主義的討論最初是從創作領域開始的。

〈班主任〉（劉心武）的發表，形象地揭示了文革時期非人的現實，引

起了整個社會極大的共鳴。此後陸續發表的小說〈我是誰〉（宗璞）、

〈邢老漢與狗的故事〉（張賢亮）、〈人啊，人！〉（戴厚英）等，戲

劇《報春花》（崔德志）、《丹心譜》（蘇叔陽）等，報告文學《大雁

情》（黃宗英）等，詩歌〈我愛〉（趙愷）、〈在浪尖上〉（邵燕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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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都在不同程度地表現了對人性、人情的呼喚，對人的尊嚴、人的價值

的追求。創作領域人道主義的張揚，引起了文藝理論領域的熱烈討論，

後來還擴大到哲學、倫理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等領域，討論了馬克思主

義和人道主義以及社會主義「異化」問題，形成一股廣泛的社會思潮，

由此引來了整個社會對文學特別強烈的關注，其中也包括政治意識形態

的干預。八○年代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」和「清除精神汙染」時，〈人

啊，人！〉、〈離離原上草〉（張笑天）、〈女俘〉（汪雷）等表現

「人性」的小說受到了批判。隨後，這股文藝創作中的「人性、人道主

義」思潮沉寂下來。

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傾向問題在八○年代初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，

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早在「五四」時期就影響過中國作家的創作，現代主

義文學的基本特徵，是思想上描寫現代人生活在荒誕世界中的異化，藝

術上採用象徵、意識流、意象跳接、黑色幽默等手法以及作品整體的荒

誕性與反傳統性。八○年代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再次傳入中國，標誌著新

時期多元的文學審美的形成。1982年《外國文學研究》發表徐遲的〈現
代化與現代派〉一文認為：「我們將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，並且

到時候將出現我們現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學藝術」引起了西方現代派文藝

大討論。論者針對王蒙小說創作中的意識流手法、朦朧詩和新的美學原

則問題以及現代化與現代派、《現代小說技巧初探》（高行健）展開了

熱烈的討論。

1985年是中國文學新潮的開始，被稱為「85新潮」，各種流派和年
輕作家紛紛出現，中國文學在各個方面進入真正的百花齊放，種種探索

併發。以文學研究新方法的探討為前導的文學批評方法的變革，是中國

當代文學理論批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水準的顯著標誌。這場被人們稱作

「方法熱」的變革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更新著文學批評的方法和觀念，

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基本面貌。

1985年和1986年，被人們習慣稱之為「方法年」、「觀念年」。這
兩年間，文學批評方法的更新問題成為文學界的熱門話題。隨著對西方

的進一步開放，西方的各種文學批評方法也逐漸傳入中國，同時被批評




